
 

生物质炭改善果园土壤理化性状并促进苹果植株氮素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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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生物质炭对苹果植株生长、土壤理化特性和氮素利用的影响，为生产上苹果园合理应用生

物质炭提供依据。【方法】以两年生红富士/平邑甜茶为试材，以 400℃ 亚高温热解木材产生的生物质炭为供试

肥料，采用15N 同位素示踪技术进行了盆栽试验。设底施生物质炭 0、15、30、45 和 60 g/kg，分别以 CK、T1、
T2、T3 和 T4 表示。调查了苹果植株生长发育、土壤理化性质、根际微生物数量及氮素的吸收、利用和损失。

【结果】添加生物质炭的所有处理植株株高、茎粗和总干重均显著高于 CK；T2、T3 和 T4 处理的根系活力均

显著高于 T1 和 CK 处理，但三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随着生物质炭用量的增加，土壤容重逐渐降低，T3 和

T4 处理的土壤容重分别为 1.22 和 1.20 g/cm3，两者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 CK、T1 和 T2 处理；T3 和

T4 处理的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和根际土细菌、放线菌、真菌数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两者

间差异不显著；与 CK 相比，添加生物质炭显著增加了植株对肥料15N 的吸收，T4 和 T3 处理植株15N 利用率分

别为 15.18% 和 15.63%，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土壤15N 残留率以 T4 处理最高，为 38.16%，T3 次之，T1 最

低，为 30.02%；氮素损失以 T1 处理最高，为 58.54%，T4 处理最低，为 45.66%，且 T4 与 T3 处理间差异不显

著。通过对植株生物量和氮素利用效率与生物质炭施用量进行拟合分析，两者出现最大值时的生物质炭施用量

分别为 64 g/kg 和 55 g/kg。【结论】施用生物质炭降低了土壤容重，提高了土壤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

及根际土壤细菌、放线菌和真菌数量，促进了苹果植株根系和地上部的生长及对肥料氮的吸收，增加了土壤对

氮的固定，减少了氮的损失，提高了氮肥利用率，本试验条件下适宜的生物质炭施用量为 55～64 g/kg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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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The paper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mounts of biochar on apple growth,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nitrogen utilization, which would provide a basis for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biomass carbon in apple orchards.【Methods】Two-year-old apple trees (Malus×domestica Borkh. ‘Red
Fuji’)/Malushupehensis were used as tested materials and biomass carbon produced by pyrolysis of wood under
400℃ was used as fertilizers in a pot experiment. Biochar was applied at rates of 0, 15, 30, 45 and 60 g/kg, which
represented as CK, T1, T2, T3, and T4 in turn. Plant and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investigate appl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the population of rhizosphere microorganisms and
their effects on nitrogen uptake, utilization and loss using the 15N trace technique.【Results】The plant height,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2018, 24(2): 454–460 doi: 10.11674/zwyf.17155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s http://www.plantnutrifert.org

 

 

收稿日期：2017–04–23         接受日期：2017–07–25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D02011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01713）；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资金（CARS-

27）资助。

联系方式：刘会 E-mail：m18364800875@ 163.com
 * 通信作者 葛顺峰 Tel：0538-8249778，E-mail：geshunfeng210@126.com； 姜远茂 E-mail：ymjiang@sdau.edu.cn

http://dx.doi.org/10.11674/zwyf.17155


stem diameter and total dry weight of all the treatments which were added biochar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K. The root activities of T2, T3 and T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1 and CK,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treatments. With the increased addition of biomass carbon, soil
bulk density was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soil bulk density of T3 and T4 were 1.22 and 1.20 g/cm3,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s wa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densit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K, T1 and T2. Soil organic matter, alkali hydrolyzable nitrogen, readily available phosphorus, readily
available potassium and rhizosphere soil bacteria, actinomycetes and fungi were highest in the T4 treatment,
followed by the T3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bu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Compared with CK, the addition of biochar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uptake of fertilizer 15N, and the
15N utilization rates of the T4 and T3 treatments were 15.18% and 15.6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treatments. The residual rate of soil 15N was highest in T4 (38.2%), followed by T3,
and the lowest was T1 (30.0%). The highest nitrogen loss was T1 (58.5%), the lowest was T4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4 and T3 was not significa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lant biomass and nitrogen use
efficiency and biomass carbon dosage, the maximum amount of biomass carbon was in range of 64–55 g/kg.
【Conclusions】Biochar application decreased soil bulk density, improved the soil nutrient contents and
rhizosphere soil bacteria, actinomycetes and fungi, apple plant root and shoot growth and absorption of nitrogen
fertilizer, increased the soil nitrogen fixation, reduced nitrogen loss, and improve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nitrogen fertiliz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is experiment, the suitable biomass carbon amount was 55–64 g/kg.
Key words: biochar; apple; plant growth; soil nutrients; soil microorganisms; nitrogen utilization and loss

 

苹果是我国第一大水果，2014 年中国苹果种植

面积和产量分别为 227 万公顷和 4092 万吨，分别占

世界苹果面积和产量的 50% 以上，苹果产业已经成

为果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为获得最大经济

产量，化肥过量使用现象普遍发生，其中纯氮施用

量已高达 400～600 kg/hm2[1]。但是，我国苹果园立地

条件较差，土壤有机碳含量较低，保肥能力较差，

肥料的过量施用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也导致

了树体生理紊乱和生理性病害加重、水体富营养化、

土壤有益微生物数量减少、土壤结构和根系环境遭

到破坏，严重影响果园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

功能的发挥[2–5]。因此，提高苹果园土壤有机碳含量，

增强土壤保肥能力，进而提高氮肥利用效率，对于

减少氮肥用量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生物质炭成为农业、环境修复、能源利

用等领域的研究热点[6–7]。生物质炭是指动植物残体

或其他生物质在完全或部分缺氧的情况下，以及相

对较低的温度 (< 700℃) 下经热解炭化产生的一类富

炭物质，具有比表面积大、孔隙度好、吸附能力强

的特点[8]。大量研究表明，生物质炭可以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提高土壤保肥保水性能，改善土壤养分状

况，优化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生长环境，增加有益微

生物数量，进而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9–11]。但是，

生物质炭的增产、提高养分利用率的作用有一定的

适用范围，施用生物质炭量过高或过低时，作物产

量和养分利用率都有降低的可能，如李程等[12]发现，

生物质炭施用量为 10 g/kg 时，增加了黑麦草生物

量，同时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植株提供营养元素

和良好的生长环境，并提高了土壤碳库；薛超群

等 [ 1 3 ]在烤烟上的研究也表明，适量生物质炭  (600
kg/hm2) 促进作物生长和增产，而高用量 (900 kg/hm2)
会降低作物生物量及产量。可见，生物质炭在不同

作物上的最佳施用量不同。目前，关于生物质炭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大田粮食作物上，且主要研究了生

物质炭对土壤理化性状和作物产量的影响[12, 14–16]，而

关于生物质炭在苹果园的应用以及其对肥料氮在苹

果植株–土壤体系中平衡的研究不足。本文以 2 年生

红富士苹果/平邑甜茶为试材，研究不同生物质炭用

量对植株生长发育、土壤理化性质、根际微生物数

量的影响，并结合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了其对氮

素吸收、利用和损失的影响，以期为苹果生产中合

理的生物质炭用量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试验于 2016 年 3—10 月在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实

验站防雨棚进行，试材为 2 年生红富士   (Malus
domestica Borkh. cv. Red Fuji)/平邑甜茶  (M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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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pehensis)，供试生物质炭是由陕西枫丹百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生物质炭为 400℃ 亚高温热解的

木材，基本性质为有机炭 286.32 g/kg，全氮 4.16
g/kg，全磷 0.65 g/kg，全钾 10.37 g/kg。供试土壤为

壤土，土壤有机质 14.11 g/kg，全氮 0.82 g/kg，碱解

氮 150.77 mg/kg，有效磷 37.73 mg/kg，速效钾

233.14 mg/kg。
试验采用普通陶盆，每盆装风干土 10 kg。试验

设 5 个处理，生物质炭添加量分别为 0、15、30、
45、60 g/kg，搅拌均匀后装盆，依次记录为 CK、

T1、T2、T3、T4。一个月后 (2016 年 3 月 26 日)，
选取长势基本一致、无病虫害的富士/平邑甜茶移栽

入盆中，待长势平稳后 (2016 年 5 月 1 号)，每个处

理选取长势基本一致的 4 盆进行试验，每盆施入
15N–尿素 2.0 g，普通尿素 5.0 g，硫酸钾 4.6 g，过磷

酸钙 9.0 g，各处理生长条件和栽培管理均保持一

致，于 10月初进行破坏性采样。

1.2    测定项目及方法

1.2.1  植株生长指标   植株茎粗测定距地表 10 cm 处

的树干直径；选取 3～5 个当年生新梢，测定所有叶

片的总面积，叶面积用台式扫描仪 (国产 NUScan700)
扫描，并用图像分析软件 Delta-T SCAN (Delta-T
Devices LTD，Cambridge，U.K.) 计算叶面积。

1.2.2  根系总表面积和活力   植株根系经清水冲洗

后，用专业版 WinRH IZO (2007 年版) 根系分析系统

获取根系扫描图像，并用图像分析软件 Deta -T
SCAN(Delta-T Devices LTD，Cambridge，U.K.) 分析

根总表面积；根系活力用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TTC)
还原法测定。

1.2.3  根际土壤可培养微生物数量   采用稀释平板计

数法测定根际土壤中微生物数量，细菌、放线菌和

真菌分别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改良高氏 I号培

养基和马丁氏培养基进行各微生物类群的培养、分

离与计数。

1.2.4  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土壤容重用不锈钢环刀

(高 5 cm、直径 5 cm) 采集原状土样，烘干法测定；

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分别采用重

铬酸钾容量法、碱解扩散吸收法、钼蓝比色法和火

焰光度法进行测定。

1.3    数据计算与统计

土壤容重 = [环刀土壤质量 (g) – 环刀质量 (g)]/环
刀体积 (cm3)；

Ndff (%) = (植物样品中15N 丰度 – 15N 自然丰

度)/(肥料中15N丰度 – 15N自然丰度) × 100；
氮肥分配率 = 各器官从氮肥中吸收的氮量 (g)/

总吸收氮量 (g) × 100%；

氮肥利用率 = [Ndff × 器官全氮量 (g)]/施肥量 (g)
× 100%。

土层全氮量 (g) = 土壤质量 (g) × 全氮 (%)；氮肥

残留率 (%) = Ndff × 土层全氮量/施肥量 (g) × 100；
　　氮肥损失率 = 100% – 氮肥利用率 – 氮肥残留率。

试验数据统计应用 Microsoft Excel 2003 软件进

行图表绘制，应用 DPS 7.05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

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差异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苹果植株生长发育和根系形态及

活力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不同处理植株的株高、茎粗与总

干重的高低顺序均为：T4 > T3 > T2 > T1 > CK。

T4 和 T3 处理株高显著高于 T2 和 T1；T4、T3 和

T2 处理间茎粗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 T1 和

CK，T1 和 CK 处理茎粗差异不显著；T4 和 T3 处理

表 1   不同处理苹果植株生长发育和根系活力

Table 1   Growth development and root activity of apple trees

处理

Treatment
株高 (cm)
Height

茎粗 (cm)
Stem diameter

总干重 (g)
Total dry weight

根系活力[μg/(g·h)]
Root activity

根表面积 (cm2)
Root surface area

CK 126 ± 2 c 1.78 ± 0.04 b 146.67 ± 11.08 c 54.41 ± 2.23 c 469.89 ± 25.56 d

T1 130.34 ± 1.58 b 1.80 ± 0.07 b 149.69 ± 12. 81 c 65.86 ± 2.82 b 557.99 ± 31.86 c

T2 131.66 ± 4.16 b 1.88 ± 0.01 a 170.33 ± 14. 02 b 79.30 ± 2.49 a 599.92 ± 19.52 b

T3 140.67 ± 2.53 a 1.90 ± 0.07 a 190.83 ± 11.53 a 82.78 ± 1.52 a 669.63 ± 4.81 a

T4 141.67 ± 4.08 a 1.91 ± 0.06 a 192.67 ± 9.57 a 84.74 ± 3.74 a 682.22 ± 33.98 a

          注（Note）：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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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重显著高于其他处理；T4、T3 和 T2 处理间根

系活力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 T1 和 CK 处理；

T4 和 T3 处理间根系表面积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

高于其他处理。

2.2    不同处理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施用生物质炭显著降低了土壤容重，增加了土

壤有机质、碱解氮、速效养分含量  (表 2)。T4 和

T3 处理间的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含量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 T2、T1 和 CK。

T4 处理土壤容重最低，为 1.20 g/cm3，其次是 T3 处

理 (1.22 g/cm3)，两者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低于

T2和 T1，T1和 CK间差异不显著。

2.3    不同处理对苹果植株根际可培养微生物数量

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施用生物质炭的各处理根际土壤

中细菌、放线菌、真菌的数量显著大于未施生物质

炭的 CK。根际土壤中的微生物均以细菌居优势

(62.33 × 106～251.33 × 106 CFU/g)，放线菌次之

(39.24 × 105～128.51 × 105 CFU/g)，真菌最少 (13.05 ×
103～32.32 × 103 CFU/g)。根际土壤细菌、放线菌、

真菌数量均以 T3和 T4处理最高。

2.4    不同处理对氮素吸收、土壤残留和损失的

影响

由表 4 可见，不同处理显著影响植株对15N 的吸

收利用，T4、T3、T2、T1 和 CK 处理的氮素利用率

分别为 15.63%、15.18%、13.87%、11.44% 和

9.45%；土壤中的15N 残留率，以 T4 处理最高，为

38.16%，T3 次之，为 38.05%，T1 处理最低，仅为

30.02%；4 个施用生物质炭处理的氮素损失率显著低

于不施生物质炭的对照，T4、T3、T2、T1 和 CK 处

理氮素损失率分别为 46.21%、46.77%、48.78%、

58.54% 和 65.88%。可见，施用生物质炭可以显著降

低氮素损失率，以 T4处理效果最好。

2.5    适宜生物质炭用量的确定

植株生物量和氮素利用效率是评价植株生长和

氮素利用特性的重要指标。为确定本试验条件下的

适宜生物质炭用量，我们将这两个指标与生物质炭

用量进行了拟合分析。由图 1 可见，植株生物量和

氮素利用效率与生物质炭用量的关系呈抛物线状，

即随着生物质炭用量的升高，这两个指标均呈先上

表 2   不同处理土壤的理化性状

Table 2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s

处理

Treatment
碱解氮 (mg/kg)

Alkali-hydrolysable N
有效磷 (mg/kg)
Available P

速效钾 (mg/kg)
Available K

有机质 (g/kg)
Organic matter

土壤容重 (g/cm3)
Soil bulk density

CK 155.86 ± 0.068 c 35.40 ± 1.08 c 238.35 ± 19.97 d 12.27 ± 1.51 d 1.34 a

T1 157.02 ± 0.087 c 39.58 ± 1.46 b 258.02 ± 14.97 c 16.23 ± 1.67 c 1.33 a

T2 166.22 ± 0.09 b 41.70 ± 1.16 b 289.12 ± 15 b 20.11 ± 2.48 b 1.28 b

T3 173.51 ± 0.11 a 46.45 ± 0.85 a 318.43 ± 17.09 a 25.43 ± 1.67 a 1.22 c

T4 175.33 ± 0.150 a 48.30 ± 1.96 a 327.72 ± 20.68 a 26.21 ± 1.59 a 1.20 c

          注（Note）：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0.05 level.

表 3   不同处理对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 (CFU/g) 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rhizosphere soil microbial quantity

处理

Treatment
细菌 (× 106 )
Bacteria

真菌 (× 103)
Fungi

放线菌 (× 105)
Actinomycetes

CK 62.33 ± 13.79 d 13.05 ± 1.73 d 39.24 ± 3.21 c

T1 116.01 ± 8.72 c 14.53 ± 0.58 d 45.33 ± 5.51 c

T2 160.67 ± 13.79 b 19.33 ± 1.15 c 77.34 ± 3.61 b

T3 239.35 ± 14.81 a 26.21 ± 1.28 b 126.67 ± 9.53 a

T4 251.33 ± 20.53 a 32.32 ± 2.18 a 128.51 ± 18.21 a

           注（Note）：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差异显著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0.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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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通过计算，植株生物量和氮

素利用效率出现最大值时的生物质炭用量分别为

64 g/kg 和 55 g/kg。因此，综合考虑这两个指标，本

试验条件下富士苹果生长发育适宜的生物质炭用量

为 55～64 g/kg。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添加生物质炭显著增加了苹果植

株的株高和干重。结合生物质炭对土壤养分、微生

物数量和物理性质的影响来看，生物质炭对植株生

长的促进作用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生物

质炭施入土壤后，显著提高了土壤速效养分含量，

这是因为添加生物质炭后根际土壤微生物数量显著

提高，从而间接地提高了土壤养分的有效性 [6]；同

时，生物质炭的多孔性和比表面积较大的特性有利

于减少土壤中速效养分的随水淋失；另外，生物质

炭灰分中水溶性矿质元素的存在，也可以直接提高

土壤中的速效养分含量[17]。翟勇等[18]在棉花上的研究

也表明在一定生物质炭用量范围内，施用生物质炭

显著提高了土壤速效养分含量，且植株对氮、磷、

钾的吸收量随着生物质炭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另一

方面，施用生物质炭后，土壤容重降低了 0.06～0.11
g/cm3，显著改善了土壤透气性，为根系的生长发育

创造了适宜的条件，有利于增强根系活力，促进根

表面积增加，从而促进了地上部器官的生长 [19]，这

与 Chen 等 [20]和 Laird 等 [21]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

当生物炭施入量过多时，会导致土壤容重过低，过

松的土壤使植物根系难以扎稳，保水能力差，土壤

养分也易随水流失[22]，这可能也是本实验条件下随着

生物质炭用量越来越高，其对植株生长的促进作用

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由于本研究所设生物质炭用

量梯度的限制，植株生物量在最大生物质炭用量处

理时仍表现为最大，但其促进作用已不显著，进一

步对植株生物量与生物质炭施用量进行拟合分析，

发现植株生物量出现最大值时的生物质炭施用量为

64 g/kg，超过此用量后会抑制植株生长。

表 4   不同处理氮素的吸收、残留和损失 (%)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n nitrogen uptake, nitrogen residue and loss

处理

Treatment

15N 利用率
15N use efficiency

残留率

Residual rate
损失率

Loss rate

CK 9.45 ± 0.36 d 24.67 ± 0.57 c 65.88 a

T1 11.44 ± 0.47 c 30.02 ± 0.67 b 58.54 b

T2 13.87 ± 0.51 b 37.35 ± 0.56 a 48.78 c

T3 15.18 ± 0.36 a 38.05 ± 0.81 a 46.77 c

T4 15.63 ± 0.28 a 38.16 ± 1.21 a 46.21 c

          注（Note）：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显著差异  Values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0.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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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株生物量、氮素利用效率与生物质炭用量的关系

Fig. 1   Relation between biochar input and plant biomass and nitrog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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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生物质炭后，生物质炭特殊的多孔性和表

面积特性能为微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为其提

供附着载体，减少了微生物间的生存竞争，保护土

壤有益微生物数量，同时为微生物提供碳源、能量

和矿物质营养，使它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也为微

生物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23–24]。因此，生物质炭使土

壤中细菌、真菌等繁殖率与活性也有明显提高，

Kolb 等[25]也发现施入生物质炭后，土壤有益微生物

数量显著提高，与本实验的结果一致。

本研究表明，添加生物质炭显著增加氮素利用

率，同时也显著增加了耕层土壤的氮素残留量，相

应地降低了氮素向深层土壤的淋失风险，氮素损失

显著减少，主要原因在于施用生物质炭后，一方面

提高了土壤对氮的吸附，降低了土壤液相中铵态氮

含量，进而抑制了氨挥发[26]；另一方面，施用生物质

炭后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的活动能力，提高其活性，

过量而不能被根系吸收的氮素可被同化到微生物体

内转化为较稳定的有机含氮物，从而有效降低了氮

的气态和深层淋溶损失[27–28]。有试验表明，生物质炭

施用量过高时，土壤中的微生物大量繁殖，而微生

物的大量繁殖需要消耗一部分氮素，就会出现微生

物与植株共同竞争土壤中的氮素，影响植株的生长

和根系对养分的吸收[29]。因此，适量的生物质炭能够

限制土壤微生物的活动能力，降低有机碳和有机氮

的分解矿化速度，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固存，同时

也不至于使土壤微生物对施入氮素的“固持”强度

太高，有利于充分发挥肥料氮的有效性，促进植株

对肥料氮的吸收利用[30]。

综合生物质炭对苹果植株生长及氮素利用状况

的影响来看，生物质炭施用量显著影响了植株生长

和氮素吸收。对植株生物量和氮素利用效率与生物

质炭施用量进行拟合分析，发现两者出现最大值时

的生物质炭施用量分别为 64 g/kg 和 55 g/kg。因此，

综合考虑这两个指标，得出本试验条件下适宜的生

物质炭施用量为 55～64 g/kg。在此范围内，植株生

物量和氮素利用率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且变化较

小，说明该范围内的生物炭用量既能促进植株的生

长发育，又可以获得较高的氮素利用率。另外，本

试验所采用的土壤质地为壤土，而不同类型的土壤

由于其自身通气性及持水保肥能力的不同也会影响

植株对施用生物质炭的反应，比如沙土的通气性较

好，但保水保肥能力较弱，因此可能就需要添加较

多的生物质炭为根系创造最优的生长空间。同时，

本试验是在盆栽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空间的局限会

影响根系的生长，因此大田条件下苹果植株对生物

质炭施用量的反应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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